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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对选择螺旋首轮的影响：理论、数据与方法的对话 

 

赵心树，陆宏驰，敖颂 

 

摘要 

本文提出九类指标，用以分析选择螺旋首轮的传播行为和效应；本研究以城市品牌为选择因素，以京沪津渝港北

澳七城市为选项，以今日头条 2015-2017 年间 27 个月中 75971 条贴文为数据，来展示这些指标的运用。本文提出了传

播螺旋中的单项选择与累积选择的区别，前者包括发布量、读每发和转每读，后者包括发布量、点读量和转发量。本

文还提出了选择度、贡献率等指标，用以测量、比较和解读发布、点读和转发的行为。本项研究发现，螺旋中的选择

度直接影响信息分布；发布的选择度最强，点读次之，转发最次；因此，以首轮结尾的转发量分布为影响对象，发布

选择的影响最大，约贡献 66%； 点读者选择的影响次之，约贡献 28%； 转发选择的影响最小，约贡献 6%。这意味着，

传统媒体环境下发布群体垄断“议程设置”的传播生态可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媒体环境下，发布、点

读、转发三个群体“协调议程”的传播生态。当然，在特定平台（今日头条）、时间（2015-2017）、选因（城市名）

和选项（七城市）等给定条件下，发布者仍然可起很大作用或主导作用（66%）。但主导弱于垄断，且两者背后的机

制大相径庭：过去，占人口极少数的发布群体因为垄断发布平台（媒体）而独掌议程设置；今天，人数剧烈扩大的发

布、点读或转发群体因为对内容的较高度选择而主导“议程协调”，或因为对内容的较低度选择而参与议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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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commends nin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as tools for analyzing release, read, and relay behaviors in initial rounds 

of selective spirals ((IRoS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With city brand (city name) as the selecting factor, seven Chinese cities 

as the selections, and  75971 postings crawled in 27 months between 2015 and 2017 from www.toutiao.com as example data, we 

illustrated the calculation, ap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osed indicators for theory building or practical decision making. 

The study distinguishes per-act selections, i.e., release, read per release, and relay per read, from cumulative selections, i.e., 

release, read, relay, and relay per release. We combined feature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and r2 to produce directional r2. We 

also developed indicators to quantify selectivity and con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enda setting by senders through 

traditional media might be giving way to agenda negotiation between releasers, readers, and relayers through online 

communication.  Releasers may dominate the negation, as in our data releasers contributed 66% of the content distribu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itial round, while the readers and relayers contributed the remaining 34%. Unlike traditional senders who set 

the agenda by monopolizing the channel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online releasers negotiated the agenda with the receivers 

and relayers and exerted larger influence by being more selective than the other two role groups.    

Keywords 

Selective spiral, Selectivity, Selecting factor, Agenda negotiation, F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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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对选择螺旋首轮的影响：理论、数据与方法的对话 

 

赵心树，陆宏驰，敖颂 

 

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及，新闻媒介决定传播内容的时代已经过去（McCombs & Shaw，1972；White，1950）。互

联网以其内容多样、快速及时和鼓励参与而主导了传播生态（Coyle，2008；彭兰，2007）。 

任何传播行为都隐含选择，诸如选择发布(selective release)，选择接收(selective reception)，选择转发(selective 

relay)等等。经典传播理论多专注或预设选择，如传统议程设置理论预设选择发布，把关人理论专注选择转发，沉默

螺旋、强化螺旋等循环理论关注选择行为的重复，等等（Dance，1967；Meraz，2009；Singer，2014；王学锋，2017；

王雪 & 周杰，2011）。“选择螺旋”理论试图把这些分散独立的理论整合到统一的框架之下，以鼓励和帮助研究者从

更宏观的视点来更细致地观察和比较这些传播行为（赵心树，2017，2018；赵心树，王丹，2019）。 

本文提出十多种统计指标，作为工具，帮助研究者分析、比较和解读螺旋首轮的发布、点读和转发行为，称为

“首轮分析”(FRoSS Analysis), 并以超过七万篇抓取自今日头条网站的关于七个城市网帖为实例，来展示这些指标的

计算和应用。 

 

一、选择螺旋理论 

选择螺旋是本文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这个理论的核心论点包括：人类信息传播包括四种基本行为，即

发送、接收、转发和反应，每一种行为都是选择。一次发送、接收、反应和转发构成一个传播单位，称为“轮”。转

发和反应所发的信息可以被再次接收、反应和转发，并再被重复，再重复…；这种重复称为“环生”。反应效应在环

生过程中集聚演化，导致长期影响 (赵心树，2017，2018)。由此构成人类信息传播的七种基本现象，又称 R 现象：

release, reception, relay, reaction, round, recycle, repercussion）（参见图 1）。  

 

   图 1：选择螺旋模型 

电视观众通过收视（watch）接收信息，电台听众通过收听（listen）接收信息，报刊读者通过阅读（read）接收信

息，而网络用户通过点读（read）接收信息。基于网络数据的本项研究用阅读（read）测量接收（reception）；网络数

据中常说的“点击”实际上包含了“点选”和“阅读”两个行为，所以本文名之为“点读”。作为综合理论与大型数

据对话的初步尝试，本项研究选择了选择螺旋的一个简化模型，专注于发布、点读（接收）和转发这三种行为的首轮

互动，如图 2 所示。信息螺旋常常包含许多轮（Dance，1967；Zhao，2018）。本项研究分析其中的第一轮，称为“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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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首轮分析”（analysis of initial round of selective spiral IRoSS analysis）。面对多轮螺旋，只看首轮当然不够，但首轮分

析是多轮分析前不可或缺的探索、试验、练习和准备。就好比研究延续数日或数周的台风，分析最初几小时的云图视

频甚至照片当然远远不够，却也不可或缺。 

 

图 2：选择螺旋轮中的发布、点读和转发 

“选择”是传播行为最基本、最普遍的特性。发送，接收，转发，反应，每个行为都有选择；是故有选择发送、

选择接收、选择转发、选择反应。对选择现象的默认、依赖、调查、研究、描述或关注，是许多经典传播理论的重要

组成部分甚至核心内容。如议程设置等强效理论预设选择发送（McCombs & Shaw，1972；White，1950）；选择曝光、

使用与满足等弱效理论强调主动筛选即选择接收（Katz，Blumler & Gurevitch，1973）；而把关（门）人和两步流

（two-step flow）理论聚焦选择转发。网络和手持（handheld）传播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和应用上的极大普及带来了传

播选择行为的革命。受众的选择接收更方便更主动，导致“受众中心化”的猜想（赵志立，2003）；社交媒体上，普

通公民“分薄”了传统媒体对设置议程的垄断（Meraz，2009）；本由少数专业人士垄断的信息生产者角色现在大量由

普通人扮演，曾经单纯扮演“信息接受者”角色，因而只是“受众”的“群众”，现在也常常扮演信息生产者、发布

者、接收者与传递者的角色，于是“发众”“转众”的概念不再是奇思异想，于是有“次级把关”（secondary 

gatekeeping）（Singer， 2014）和“后置把关”的现象（靖鸣，臧诚，2013）。 

作为一个综合性理论，选择螺旋理论比一般传统理论更注重传播行为的相互关系。例如，传统强效理论预设选择

发布而传统弱效理论强调选择接受，而选择螺旋的研究同时关注两者，并特别关注两者之间的比较和互动。推而广之，

选择螺旋研究同样关注选择接收与选择转发的关系，以及选择接收与选择反应的关系，等等。 

作为注重过程的理论，选择螺旋理论注重基本传播行为在不同传播轮中的不同表现。数据到位时，未来的选择螺

旋研究不应满足于探明发布把关（源头把关），也应当关注首轮转发把关（次级把关或后置把关），还应当关注二轮

转发把关（“三级把关”或“再后把关”），如此等等，于是，可以有“双重把关”“三重把关”的研究。 

作为联网时代的理论，选择螺旋理论强调网络赋予了民众更多的发布权和转发权，发布、接收和转发都成为全社

会行为，因而，互斥划分人群的理论，例如关于阶级的理论，关于精英与大众的理论，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理论

等等，其解释作用在传播领域的解释力下降，而注重行为与行为关系的理论，例如发布选择与点读选择的关系，点读

选择与转发选择的关系等等，其解释力上升，虽然行为者相互重合甚或完全重合。 

或隐或现贯穿于各种传播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选择因素（selecting factor）。例如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以“议程”

为影响媒体内容和受众观念的选择因素；培植（cultivation）理论以暴力程度为影响电视内容和受众观念的选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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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曝光理论以“曝光前同意度”（prior agreement）为影响受众接受信息的选择因素，等等。选择因素对发送、接收、

转发、反应等传播行为均有影响。 

随着传播网络化，少数人对信息发布和信息转发的专有权被打破，信息螺旋的参与极大普及，速度极度提升，社

会互动从约 24 小时一跳（接受-转发的一轮）的固定脉搏转型为根据议题性质和社会关注而变化的变动脉搏，其中最

快的可以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一跳。参与的普及和脉动的加速使得信息螺旋的过程效应大幅增强，选择因素的作用大幅

增强。挖掘、测量、分析和比较传播螺旋中的选择因素及其效应，应当是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 

全新的传播生态提供了全新的数据，也对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本项研究在选择螺旋理论的

框架下，设计了十多种统计指标，用以测量和分析选择螺旋首轮的传播行为和相互关系。 

 

二、城市传播 

城市传播是本文所依据的另一个理论概念。城市传播研究从信息传播的视角考察现代城市的意义，尤其是有关城

市的空间、地点和人意的关系(黄旦，2015，2016；孙玮，2015；吴予敏，2014；赵心树，王丹，2019)。“城市传播”

译自英文 urban communication，此处 urban 有别于 city，中文“都市”比“城市”更近于 urban （赵心树，王丹，2019)。

中文翻译者用“城市传播”而不是“都市传播”指称 urban communication，导致符号意义的扩张和位移：在“城市传

播”的旗帜下，以各个城市互为参照对象的研究比较，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作者曾名之为“城的传播”，以区别

于“城际传播”和“城内传播”的研究（赵心树，王丹，2019)。近年来颇为热门的城市传播力、城市品牌、城市公

关、城市营销、城市宣传等实用乃至单用研究，缘此而与本来高居于象牙塔中的 urban communication 共举“城市”大

旗，而未感违和 (王安中，李宜篷，龙明霞，2012；韦路，2018；张洪忠，王斯敏，2018；关于应用、单用和广用的

概念，参见赵心树，2007)。  

关于城市传播、城市品牌和城市传播力的思考和讨论，为选择螺旋研究提供了“城市名”这个选择因素，也为本

项研究提供了主要自变量。 

 

三、主要数据、分析单位和重构实验 

（一）数据 

我们从 2015年 3月 1日起至 2017年 6月 29日止从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 网站下载数据。爬虫程序平

均每小时一次更新数据，每次更新一方面抓取新出现在信息流（news feed）中的贴文，另一方面更新已抓取的贴文的

所有可访问变量值。爬虫获取的信息流范围涵盖网页提供的所有类别。当已抓取的贴文从信息流消逝时，此前最后一

次更新得到的数据作为快照（snapshot）存储，爬虫程序停止跟踪消逝的贴文。从获取的数据看，每条帖子在信息流

中平均存活时间约 3 天。下载变量包括每条贴文的标题、简介、发布时间、点读量、转发量、点赞量、点踩量， 等等。

在近两年又五个月的时间段所下载的贴文总数达 4249240，其中不同部分的分析结果已在其他论文中报告（参见 Zhao 

et al.，2016；Ng，Y. L.& Zhao，X.，2018）。 

 作为选择螺旋分析的初步尝试，本项研究选取“城市名”作为选择因素，并将分析对象限定为： “标题含关键

词‘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 香港’‘ 澳门’或‘ 台北’的贴文”。满足这个条件的贴文总数为 75971。

本文以下报告的发现都是基于这 75971 条贴文。 

https://www.tout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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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单位和重构实验 

网站数据通常以贴文为单位（行）存储、爬取和共享，于是对这些数据的研究也往往以贴文为分析单位（如 Zhao 

et al.，2016；Ng, Y. L. & Zhao，X. ，2018）。但发布量是本项研究的一个关键变量（variable），若以贴文为分析单

位，发布量就只能是常量（constant）1，分析中必然缺失发布变量。本项研究的一个方法创新，是采纳了“选项”

（selection）作为分析单位。 

既然以城市为选择因素，那么，从发者、读者、转者的角度看，每个城市就是一个选项（selection）。本研究选

取七个城市，也就是限定了七个选项。城市 city（选项）相当于议程设置研究中的议题 issue（选项）。经典议程设置

研究设问“谈谈经济，还是议议外交？”而本项研究设问：“聊聊北京，还是谈谈上海？”从这个角度看，本项研究

以城市（选项）为分析单位，而议程设置研究以议题（选项）为分析单位，两者一脉相承。 

也可以从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的角度透视，以更深刻理解有关的方法论问题。以每个城市为一个分析

单位，就相当于以每个城市为一个实验对象（experimental subject），同时也是一个实验条件（experimental condition）,

由此形成一个以城市为自变量，以发布量、点读量、转发量为因变量的实验。 

通常的控制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先有实验设计，再有数据搜集，继以数据分析。而基于自然数据的本项

研究先有数据搜集，再有实验设计，继以数据分析，所谓“实验”是用自然数据重构（reconstruct）而成，称为“重

构实验”（reconstructed experiment，参见 Zhao，2012）。由于实验对象(subject)是重构而成，其数量的增加不增加成

本，研究者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对象数量。但每个实验条件中的对象数必须相等，否则就会扭曲因变量的数值意义。作

为初次尝试，本项研究在每个条件中安排一个实验对象。从而形成一个 1X7，N=7 的极简重构实验。 

后续的研究可按照试验研究的传统（rule of thumb）在每个条件中安排 20 个实验对象，例如把关于北京的帖子随

机平均分配给20个重构的实验对象（行），再把关于上海的帖子随机平均分配给20个对象，…，如此等等，形成1X7，

N=140 的重构实验。 

 

四、主要变量、统计指标及其意义 

本项研究所采用的主要变量和新创的统计指标简述如下： 

（一） 发送选择 (release selection，发布量 rs) 

实证传统的强效果理论，如皮下注射或魔弹（hypodermic needle model or magic bullet theory）、培植（涵化）

（cultivation）、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铺垫（priming）、框架（framing），等等，都明指或暗含信息制作、发

送或发布的选择性，可以说，选择发布是这些主张或理论的核心内容或关键预设（Davis & Baran，1981; Entman，

1993；Gerbner & Gross，976；Gerbner，Gross，Morgan & Signorielli，1980；Iyengar，1991；Iyengar &Simon，1993；

Lowery & DeFleur，1995；McCombs & Shaw，1972；Pan &Kosicki，1993，1997；Scheufele & Tewksbury，2007；

Shaw & McCombs，1977）。  

内容分析是传播研究最常见的议题和方法之一。 所有内容分析都预设发布有选择(Berelson，1952；Krippendorff，

1980，2004；Riffe，Lacy & Fico，1998，2005；Zhao，Feng，Liu & Deng，2018；Zhao，Liu & Deng，2013)。于是有

“选择发布”（selective release）概念和“发布之选择”（release selection）变量。本研究用贴文的发布量（release）及



8 
 

其百分比作为“发布之选择”的标尺， 用 release 的首字母和最后一个辅音字母 rs作为标志（参见表 1）。 

这个变量仅仅测量发布行为中的选择，而不涉及点读或转发行为中的选择，所以是“单项行为选择”（per-act 

selection）。但发布是螺旋首轮的第一个行为，是起点之起点，也是最初的选择，所以 rs 同时也代表了螺旋过程中“自

始至此的累积选择”(cumulative selection)。换言之，发布选择 rs类似“一月份收入”，后者既代表本月收入，又代表

“自年初至本月之累积收入”（参见表参见表 1 及图 2）。 

 

（二） 点读选择

(read selectivity，点读

量 rd与读每发 ds) 

选 择 曝 光

（selective exposure）、

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 ） 、 使 用 满 足

（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 以及其

他有限效果和主动受众

理论都强调，受者有选择地接收信息 (Bryant & Zillmann，1984；Freedman & Sears，1965；Frey，1986；Hart et al.，

2009；Jonas, el.，2001；Katz，Blumler & Gurevitch，1973；Katz，Haas & Gurevitch，1973；Klapper，1966；Sears & 

Freedman，1967；Zillmann & Bryant，2013)。 

为了测量市场的需求，网络平台、网络作者和广告客户普遍关注“点读”（clicks to read）。点读通常以帖子为单

位，换言之，通常所说的“点读”，精确地说是“点读每发布”简称“读每发”，即每条贴文的点读量，用 ds 代表

（ds = rd /rs ；参见表 1 及图 2）。“每发”在数学上就是“除以发布”，即排除发布的影响。所以，读每发测量点读的

单行为选择（per-act，read only）。 

在螺旋过程中，发布在前，点读随后。研究者可以用发布量 rs乘以读每发 ds而获得点读量 rd，rd=rs*ds；从这个等

式可知，点读量中包含了发布量与读每发两个因子，也只包含这两个因子；换言之，点读量是发布量与读每发两个选

择效应的累积（cumulative selection）。 

若分析师已知发布量和点读量，而未知读每发 ds，可以用点读量 rd除以发布量 rs， 也就是从累积指标点读量中排

除发布量的影响，以获取单项指标读每发。 

（三）转发选择(relay selectivity，转发量 rl，转每读 ld，及转每发 ls) 

把门人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主张，转发者有选择地转发信息（Barzilai-Nahon，2008；Lewin，1947；White，1950；

Shoemaker，et al.，2001；Shoemaker & Vos，2009；Singer，2006）。 

发布量 rs，点读量 rd，以及转发量 rl，在螺旋的不同阶段各自测量“此次及此前各次选择的累积”。发布是第一

行为，rs 是第一次选择的测量，同时也是累积测量；点读是第二行为，rd 测量了前两次选择的累积；而转发是第三行

为，rl测量了至此为止所有三次选择的累积。 

表 1：主要变量及指标 

 
概念 

Concept 

测量类型 

type of measure 

被测行为 

communication act 

选择量  sv 

selection volume 

选择比 sp 

selection 

percentage 

1 
发布量 rs 

release 

单项兼累积 

per-act & cumulative 

单发布 

release only 

 

rs 

rsp 

(rspi= rsi / ∑ rsi) 

2 
读每发 ds 

read per release 

单项 

per-act 

单点读 

read only 
ds= rd / rs 

dsp 

(dspi= dsi / ∑ dsi) 

3 
转每读 ld 

relay per read 

单项 

per-act 

单转发 

relay only 
ld= rl / rd 

ldp 

(ldpi= ldi / ∑ ldi) 

4 
点读量 rd 

read 

累积 

cumulative 

发与转 

release & relay 
rd= rs * ds 

rdp 

(rdpi= rdi / ∑ rdi) 

5 
转发量 rl 

Relay 

累积 

cumulative 

发读转 

release, read & 

relay 

rl = rd * ld = 

rs *ds*ld = rs * ls 

rlp 

(rlpi= rli / ∑ rli) 

6 
转每发 ls 

relay per release 

累积 

cumulative 

读与转 

read & relay 
ls = ds* ld = rl /rs 

lsp 

(lspi= lsi / ∑ 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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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测量单转发的选择，需要从转发量 rl 中扣除前两次选择的影响，即除以点读量 rd，其商是“转发量每点读”，

简称“转每读”，标为 ld（ld = rl / rd，参见表 1 及图 2）。 

还可以测量后两次行为（点读与转发）的累积选择。这要求从转发量 rl 中排除第一次选择的影响，即除以发布量

rs，其商是“转发量每发布”，简称“转每发”，标为 ls（ls=rl / rs参见表 1 及图 2）。 

数据分析师通常已知发布量 rs和转每发 ls，而需要用 rl=rs*ls的公式计算累积选择 rl，以及用 ld=rl / rd 的公式计算转

发的单行为选择。本项研究就是如此。 

（四）选择量（selection volume，sv）与选择比（selection percentage，sp） 

以上选择指标的原始表述是自然数量, 简称“选择量”（selection volume，sv），数量指标的优点是直观易解，弱

点是没有统一稳定的参照框架，增加了比较和进一步解读的困难。弥补办法之一是用下列公式计算选择量百分比，简

称“选择比”（selection percentage，sp）, 公式中的 sv 代表 selection volume，指选择量指标；sp代表 selection percentage，

指对应的选择比指标；c 代表 category 或 choice， 指选择因素变量下所含的选项数量；如本项研究的选择因素是城市

名，选用了京沪渝港津澳北七个城市，所以有七个选项，c = 7。 

选择量 sv是数量指标，大于零而无上限；而选择比 sp是百分指标，介于 0 与 1 之间 （ 0 ≤ sv ≤  +∞，0 ≤ sp ≤ 1）。

清晰易解的上限为 sp 的解读和比较提供了统一稳定的参照。 

在公关、广告、市场营销、媒体管理等行业的单用研究中，由于流量关乎企业生存，因而监测和分析流量成为日

常功课；于是 sv 一类的流量指标可能更常用。在基础和广用研究中，由于百分比排除了流量的影响，因而更容易揭示

跨平台、跨语言、跨文化或跨国度的规律；于是 sp 一类的比率指标可能更常用。本项研究从比率分析获得更多发现，

就是一例。（关于单用和广用研究，参见赵心树，2007）。 

（五）选择度（selectivity，sl） 

“选择”是选择螺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者常说“有选择”或“无选择”，似乎选择是黑白两分的。其

实那是为了思维和交流的方便而进行的简化。选择本身是渐续的，选择有度，而螺旋研究需要测量选择度 

（selectivity，sl）： 

 

𝑠𝑙 =
∑ 𝑑𝑖

𝑐≥2
𝑖=1

=|𝑐∗𝑟1−1|+|𝑐∗𝑟2−1|+⋯+|𝑐∗𝑟𝑐−1|

2(𝑐−1)
            （0 ≤ 𝑠𝑙 ≤ 1） 公式 2 

最弱选择度指传播者作为一个集体不做选择，在所有选项中完全平均地分配发布、点读或转发；在本项研究中，

这意味着每个城市得到 1/c 也就是 1/7 的发布、点读或转发，ri=1/c, 于是所有距离 di=0，选择度 sl=0。而最强选择度指

100%的人都选择某一项；在本项研究中，这意味着某个城市得到 100%的发布、点读或转发，而其他六个城市总共得

到 0%，于是 di之和达到最大，sl=1。详见公式 2。 

标准离差（standard deviation）和选择度 sl都测量距离之和，因而这两个指标高度相关。不过，标准离差测量各观

察点与均值点的距离，而 sl测量各观察点与“不选择”（not-select）点 1/c 的距离；标准离差没有上限，而 sl有上限 1；

𝑠𝑝𝑖 =  
𝑠𝑣𝑖

∑ 𝑠𝑣𝑖=𝑠𝑣1+𝑠𝑣2+⋯+𝑠𝑣𝑐
𝑐≥2
𝑖=1

      （0 ≤ 𝑠𝑣𝑖 ≤ +∞ , 0 ≤ 𝑠𝑝𝑖 ≤  1） 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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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更易于解读和比较。最重要的是，sl是专为测量选择度而设计，因而测量选择度时误差较小。 

（六） 有向 r 方 （directional r  squared，±r2） 

选择螺旋研究关注基本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本项研究需要测量和比较发布、点读、转发中的选择行为。sl

可用以比较任何两个选择行为的选择强度。选择强度是选择行为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选择模式（ selection 

pattern）。假设发布者偏好北京而忽略其他城市，再假设点读者偏好香港而忽略其他城市，这时 sl 会给发布和点读同

样的选择度高分；但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强选择， sl 的比较不能体现这种选择模式的区别。我们需要更合用的测量工

具，来测量两个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 

相关系数 r （Pearson r）是一个常用指标，它在三个关键点上的意义清晰：r 小于、等于、大于零分别代表负相关、

不相关、正相关。但是，这三点之外的 r 值的意义不清晰。另一个常用指标是 r 方（r2），它代表自变量所解释的因变

量变化（离差）的百分比，因此在任意点上的意义清晰。但 r 方没有负值，因此不能显示两变量关系的方向。 

r2是一个百分比，r是百分比指标的平方根。平方根通常高估百分比，且高估的值变化不定，在低端的高估值可以

很大。例如，当 r2=0.01 时，r = 0.1，这儿 r 相当于百分比 r2 的十倍。本项研究采纳“有向 r 方”（directional r squared, 

±r2），以同采 r 和 r2的优点，避免两者的缺点，如公式 3 所示 : 

 

 

 

一方面，和 r2一样, ±r2代表自变量所解释的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例如，以点读量 rd 为因变量，发布量 rs为自

变量， ±r2=-.5 或 ±r2=.5 都代表发布量解释 50%的点读量变化。另一方面，和 r 一样，±r2介于负 1 与正 1 之间；±r2小

于、等于、大于零分别代表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 

（七）真拟与预测（simulation on real data，SORD） 

选择率的计算、解读和分析，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信息的螺旋会维持足够大的规模，会环生（recycle）足够多

的轮数，从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虽然本项研究聚焦于螺旋的第一轮，但还是需要也可以对第一轮之后的前景做一个

粗略的估测。为此，我们发展了“真实数据基础上的模拟”的方法，简称“真基模拟”或“真拟”。真拟始于真实的

观察数据，补以对未能观察到的关键参数的合理或保守的设定，在数据加设定的基础之上，模拟社会过程的发展演化。

例如，本项研究的真拟，始于对螺旋第一轮的观察数据，补以对此后各轮用者群规模的保守设定，预测 30轮后的点读

量和转发量。这种真基模拟的目的，是确认螺旋还有多轮，螺旋的影响还将通过过程效应而环生、演化乃至扩张，据

此推论，对第一轮的选择率的观察和分析，意义不止于第一轮。 

（八）部件行为对组合行为的影响（Effect of component act(s) on their compound act） 

传者、受者、转者之间的关系，是传播学最根本的关怀之一；强效果理论认为传者（媒体，统治阶级，权势集团）

主导传播，而弱效果理论主张受者（读者、观众、受众）和转者（媒体、意见领袖、把门人）主导传播。网络传播提

供了不受干扰和海量的数据，使学者能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和包罗，来观察三者关系。 

三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侧面，是部件行为对其造就的组合行为的影响 (effects of component(s) on their compound)；

在本项研究中，这种部件对组合的影响包括以下五种： 

±𝑟2 = |𝑟| ∗ 𝑟      (−1 ≤ ±𝑟2 ≤ +1 ) 公式 3 



11 
 

（1） 发布量（部件）或读每发（部件）对点读量（组合）的影响 (rsp or dsp on rdp) 

（2）点读量（部件）或转每读（部件）对转发量（组合）的影响 (rdp or ldp on rlp) 

（3）发布量（部件）或转每发（部件）对转发量（组合）的影响 (rsp or lsp on rlp) 

（4）读每发（部件）或转每读（部件）对转每发（组合）的影响 (dsp or ldp on lsp) 

（5）发布量（部件）或读每发（部件）或转每读（部件）对转发量（组合）的影响 (rsp or dsp or ldp on rlp) 

分析本文以上所列的数学公式，可以得出部件影响组合的一般模式： 

（1）若选择度 sl=0，则对应的部件行为的选择不影响组合行为的选择。例如，sl(rs)=0 意味着发布量选择（百分比）

不影响点读量选择或转发量选择。 

（2）若选择度 sl>0，对应的部件选择影响组合选择。例如，sl(rs)>0 意味着发布量选择影响点读量选择和转发量选

择。 

（3）选择度 sl 越大，对应的部件选择对组合选择的影响越大。例如，sl(rs)越大，则发布量选择对点读量选择和转

发量选择的影响越大。 

（4)两个部件选择之间，选择度较高的对组合选择的影响较大。例如，sl(rs)>sl(ds) 意味着，考虑对点读量 rdp的影响，

发布量 rsp大于读每发 dsp。 

（5）三个（或更多）部件选择之间，选择度最高的对组合的影响最大，选择度最低的影响最小。例如，发布量 rsp、

读每发 dsp和转每读 ldp三者对转发量 rlp的影响之大小，按选择度 sl之大小排列。 

（6）部件选择对组合选择的影响，应有无限种分类方法，其中之一，是用线性相关关系的正、负或近于零，分

辨部件之间如何互动而影响组合。两部件选择正相关且统计显著，两部件相互增强线性关系；若负相关且统计显

著，两部件相互削弱，或较强（选择度较高）部件翻转较弱（选择度较低）部件的效果，即，正变负或负变正。 

（7）部件对组合的影响包含线性和非线性两种；相关系数 r 及其衍生指标 r2
 和±r2

都只测量线性关系。螺旋分

析师需要一种“总影响度”(general influence)或“总贡献度”(general contribution) 指标来测量部件对组合的所有影响，

包括线性和非线性影响。 

（九）部分对组合的贡献率（contribution，ct)  

如上述，有向 r 方没有能力分辨无效果或非线性效果，因此有可能诱使研究者将非线性效果误判为无效果。这一

点在选择螺旋的分析中尤为重要；由于部件行为（如发布量和读每发）相乘而构成组合行为（如点读量），很可能造

成部件行为非线性地影响组合行为。 

为此，我们设计了贡献率（contribution, ct, by a component to its compound）指标，其核心思想是：若组合甲有且仅

有乙、丙两部件，则甲与乙之间的差别就是丙对甲的贡献，又称影响。将这一原理运用到传播螺旋分析：从组合（如

点读量 rd）中剔除被测部件（如发布量 rs），计算剩余部件百分比（如读每发 dsp，又可称 “读减发”或“读无发”）

与组合百分比（如点读量 rdp）之间的差；这个差就代表被测部件（rs）对组合（rd）的贡献点（point of contribution，

pc），如公式 4 所示。 

 

 

 

𝑝𝑐𝑙 = ∑ 𝑝𝑐𝑖 = |𝑠𝑝𝑑1 − 𝑠𝑝𝑡1| + |𝑠𝑝𝑑2 − 𝑠𝑝𝑡2| + ⋯ + |𝑠𝑝𝑑𝑗 − 𝑠𝑝𝑡𝑗

𝑗≥2

𝑖=1
|  公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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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4 中 spdi 代表第一选项（如北京）的组合测量（compound, 如转发量 rl）的选择率 sp（如 rlp，见公式 1）， spti

代表同一选项（如北京）的剩余部件测量（remaining component，如转每读 ld）的选择率 sp（如 ldp），pcl 代表被剔部

件（left-out component，如发布量 rs）即被测部件的贡献点。  

把构成某组合行为的所有部件行为的贡献点 pcl 加总，通常不等于 1；所以贡献点是百分点，而非百分率。公式 5

把 pcl转换成百分率 ct 。一般而言，某（l）部件（如发布量 rs）对组合（如转发量 rl）的贡献率 ct可计算如下： 

 

 

这儿 pcl 是被测部件（如发布量 rs）的贡献点，而 pc1、pc2…pct 分别是每个部件（component, 如发布量 rs、读每发

ds、转每读 ld）的贡献点，这些部件共同构成了组合（如转发量 rl）。贡献率 ct介于 0 与 1 之间，某组合的所有部件的

贡献率加总等于 1（100%）; 例如，作为转发量部件的发布量 rs、读每发 ds、转每读 ld的贡献率加总等于 1，即 ct-rs+ ct-

rs+ ct-rs=1。 

 

 

 

 

 

 

 

 

 

 

 

 

 

 

 

 

 

 

 

 

  

𝑐𝑡 =
𝑝𝑐𝑙

∑ 𝑝𝑐𝑙
𝑡≥2
𝑙=1 =𝑝𝑐1+𝑝𝑐2+⋯+𝑝𝑐𝑡

                  0 ≤ 𝑐𝑡 ≤ 1 公式 5 

表 2：城市名对发布、点读、转发的影响 -- 选择量分析 

测量范围 单项行为 累积行为 

指标 1. 发布量 rs 
2.读每发

ds 
3. 转每读 ld 

4.发布

量 rs 
5.点读量 rd 6. 转发量 rl 7.转每发 ls 

被测行为 单发布 单点读 单转发 单发布 发与读 发读转 读与转 

        
北京 Beijing 25,004 51,043 0.0058504 25,004 1,276,283,557 7,466,773 298.62 

上海 Shanghai 20,993 40,178 0.0058089 20,993 843,454,610 4,899,540 233.39 

重庆 Chongqing 9,925 33,653 0.0071600 9,925 334,003,980 2,391,454 240.95 

香港 Hong Kong 9,154 101,231 0.0056964 9,154 926,671,945 5,278,674 576.65 

天津 Tianjin 8,205 55,531 0.0044301 8,205 455,633,028 2,018,513 246.01 

澳门 Macau 1,502 63,494 0.0052417 1,502 95,368,701 499,894 332.82 

台北 Taipei 1,188 37,745 0.0054377 1,188 44,840,538 243,828 205.24 

        
统计显著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下限, 上限 0, +∞ 0, +∞ 0, +∞ 0, +∞ 0, +∞ 0, +∞ 0, +∞ 

平均 10,853 54,696 0.005661 10,853 568,036,623 3,256,954 300.10 

总数（N） 75,971 382,875 0.039625 75,971 3,976,256,359 22,798,676 2,134 

选择度 selectivity sl 0.3730 0.1711 0.0551 0.3730 0.3938 0.4029 0.1640 

        

预设 3‰ （千分之三）的转接率 assumed carry-over rate co=0.003, 则 在第 30 轮（predicted round = 30）则有：预估转发量

predicted relay volume: 1,083,97； 预估点读量 predicted read volume:  189,05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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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分析与发现 

表 2-表 5 及图 3-图 6 展示了数据分析的主要结果。  

（一）选择量分析（selection-volume analysis, sv） 

在 2015 年 3 月 1 日到 2017 年 6 月 29 日之间， 在今日头条发布，并被本项研究成功爬取的贴文中，标题中含有特

定城市名的贴文数量及其相关点读量与转发量如表 2 所示。 

真拟预测（SORD analysis）。本研究观察到的转发量 rl 是本轮的收官行为，同时也是下一轮的起始行为，是下一

轮的发布。发布的去向是千千万万的社交平台，其信息总流量难以估测。但是，本研究的主旨也不要求精确测量后续

某一轮的信息总量，而只需要判断我们正在观察的这个螺旋还将螺旋若干轮，因而，仔细分析其第一轮是有益的。 

给定这个目标，我们做极保守预设，假定第二轮的所有平台的流量加总相当于今日头条的千分之三（3‰）， 更

进一步假定以后每一轮的平台流量加总都以前一轮的千分之三的比例递减，则第 30 轮的转发量（rl-30）可粗测为 rl-30 = 

(rl*ls*3/1000)29=1083971, 第 30 轮的点读量 rd-30 可粗测为 rd-30 =rd * rl-30 /rl = 189052529。这显示，即使按极保守的预估，

我们测量的这些螺旋还将有很多轮，本项研究仔细分析其第一轮是有益的。                      

（二）选择比分析（selection-percentage analysis, sp） 

表 3 显示，在总计近 7 万 6 千条帖子中，近三分之一（32.91%）是关于北京的，超过四分之一（27.63%）是关于

上海的，重庆、香港、天津、澳门和台北所占比例依次递减。 

1．单项行为分析 (per-act analysis)。对每一种传播行为，sl=0 都是重要的标志线。对发布行为，sl（ds）= 0 意味着发

布者不加选择地平均分配，让每一类内容各占 1/c (c 代表内容类别) 。对单项点读行为，sl（ds）= 0 可以有两种解读。一

种解读预设被动的读者群体，认为读者集体不做任何选择地、平均地接收发布者提供的所有贴文。另一种解读预设主

表 3 市名对发布、点读、转发的影响——选择比分析 

测量范围 单项行为 累积行为 

指标 1.发布量
rsp 

2.读每发
dsp 

3.转每读
ldp 

4.发布量
rsp 

5.点读量 

rdp 

6.转发量
rlp 

7. 转每发
lsp 

被测行为 单发布 单点读 单转发 单发布 发与读 发读转 读与转 

        
北京 Bejing 0.3291 0.1333 0.1476 0.3291 0.3210 0.3275 0.1400 

上海 Shanghai 0.2763 0.1049 0.1466 0.2763 0.2121 0.2149 0.1094 

重庆 Chongqing 0.1306 0.0879 0.1807 0.1306 0.0840 0.1049 0.1129 

香港 Hong Kong 0.1205 0.2644 0.1438 0.1205 0.2331 0.2315 0.2703 

天津 Tianjin 0.1080 0.1450 0.1118 0.1080 0.1146 0.0885 0.1153 

澳门 Macau 0.0198 0.1658 0.1323 0.0198 0.0240 0.0219 0.1560 

台北 Taipei 0.0156 0.0986 0.1372 0.0156 0.0113 0.0107 0.0962 

        
下限, 上限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平均（不选线）1/c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0.1429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总数（N） 75,971 382,875 0.039625 75,971 3,976,256,35

9 

22,798,67

6 

2,134 

统计显著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选择度 selectivity sl 0.3730 0.1711 0.0551 0.3730 0.3938 0.4029 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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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读者群体，认为发布者提供的内容百分百满足了读者群的需求，实现了彻底的供求平衡，使得读者群在决策点读

时不需选择。 

读-转关系不同于发-读关系，因为读者未必是发者，而转者必须首先是读者。所以解读 sl（ld）= 0 比解读 sl（ds）= 0 简

单。 sl（rl）= 0 意味着转者群不做独立于读者群选择的选择，换言之，选择已在点读时做出，转发选择百分百从属点读

选择。了解选择度的理论下限（sl=0）的这些行为意义，有助于正确解读实际观察到的选择度。 

图 3：城市名对发布、点读、转发的影响——单项选择分析 

 

 

 

 

 

 

 

 

 

 

 

 

 

 

 

观察我们的数据中的单项行为，可以看到，发布的选择度最高（sl (rs)=.373）；其次是点读（读每发，sl(ds)=.1711），

其选择度还不及发布的一半。而转发的选择度更低好多（转每读，sl(ld)=.0551），还不及点读的三分之一。 

这说明发者群体认真挑选了有关七市的内容，读者群体次之，而转者群体近于不作挑选—他们比较近于平均地转

发关于七个城市的帖子。 

如前所述，选择度 sl 大于零意味着该传播行为影响了信息螺旋的选择，选择度越高，影响越大。发、读、转这三

个基本传播行为的选择度依次递减，这说明，对螺旋第一轮结束时的信息分布，发布者群体的影响最大，点读者群体

其次，转发者群体影响最小。这个发现鼓励我们重新审视传播学的一些经典问题：媒体是强效，还是弱效？是媒体

（发者）影响受众（读者），还是受众影响媒体？这些二元的问题可能失之过简。选择螺旋理论认为，传播是各个群

体的协调（negotiation）, 传播效果是协调的结果（negotiated outcome）。而上述发、读、转的选择度则显示，2015-

2017 期间关于七个城市的中文信息的第一轮协调，是由发布者主导，点读者调整，而转发者几乎弃选参与，扮演了邮

递员、搬运工的角色。 

放弃选择不等于放弃参与，低度选择也不等于低度参与。转发者群体通过转发而参与螺旋，但平均转发意味着把

选择权交给了其他两个群体。就好比搬运公司运送货物而不选择货物，搬运是重要的参与，但选货的是货主。又好比

y = -0.0526x + 0.3534 y = 0.0028x + 0.1319 y = -0.0047x + 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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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人大开关闸，让所有人通过，开闸也是参与，但同时也放弃了选择，而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可能的过关人。再好

比把关人近于随机地开关闸门，自己几乎不作选择，而主要让前道关闸的把关人与随机过程选择那种人得以过关。最

后这例比喻，最近于本项研究的发现。 

在本项研究的数据中，不仅选择强度有别，选择模式也大不相同。例如，发布者最青睐北京（rsp=.3291），点读

者最关心香港(dsp=.2644)，而转发者最推荐重庆(ldp=.1807)。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揭示选择度的意义：高选择度意味

着高低差别大，而低选择度意味着高低差别小。关于选择模式异同的更多证据来自于相关关系(±r2 )的测量，如下文进

一步讨论的。 

2．累积行为分析 (cumulation analysis)。在单项行为分析之后，我们分析累积行为，以观察这些单项行为共同作用

的结果。以点读量 rd 为例：从数学说 rd 是 rs 与 ds 的乘积，从行为上说点读量包含了发布与点读两个行为，是发布量

（单发布）与读每发（单点读）共同制造的产品；于是，点读量可视为发布者群体与点读者群体协调的结果。从表 3

第 1、2、5 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理在数据中的表现。例如香港在单发布（发布量 rsp=.1205）排位第四而在单点读

（读每发 dsp=.2644）排位第一，于是在作为累积行为的发与读（点读量 rdp=.2331）排位第二。由于香港的单转发百分

比接近于不选择线 1/7=.1429 （ldp（香港）=.1438），所以香港在综合发、读、转三个行为的转发量上的表现几乎等同于它

在发与读上的表现：rlp=.2315，排名第二（比较表 3 第 6 列和第 5 列）。 

由于转发群体总体低选择 (sl（ld）=.0551），不仅香港的发读转（转发量）的百分比指标 rlp 近于发与读（点读量）

的百分比指标 rdp，其他六个城市的这两个指标也都相去不远（请逐行比较表 3 第 5 和第 6 列）。 

 

（三）线性相关分析（selection-deselection analysis） 

1. 单项选择之间的相关。表 4 显示，发布(rs)、读每发(ds)和转每读(ld)相互间线性相关微弱（±r2=-088~.073, n.s. , 表

4），可见发、读、转三个单项行为近于相互独立，至少从线性关系而言是如此。图 3图示这种微弱的线性关系——由

于七城市按发布量排列，发布量百分比（rsp）从左到右一路下降，但读每发（dsp）和转每读（ldp）并未随之下降，两

表 4 发布、点读及转发之间线性相关分析 

  单项行为变量 per-act selections  累积行为变量 cumulative selections 

 

  

1.发布量 rs

（单发布） 

2.读每发 ds

（单点读） 

3.转每读 ld

（单转发） 

 4.发布量 rs

（单发布） 

5.点读量 rd

（发与读） 

6.转发量 rl

（发读转） 

7.转每发 ls

（读与转） 

单
项
行
为

 

p
er

-a
ct

 s
lc

t.
 

 

1.发布量 rs 1.000*** -0.020 0.073  1.000*** 0.784** 0.808** -0.003 

2.读每发 ds -0.020 1.000*** -0.088  -0.020 0.095 0.070 0.922*** 

3.转每读 ld 0.073 -0.088 1.000***  0.073 0.016 0.057 -0.001 

          

累
积
行

为

cu
m

u
la

ti
v

e 
sl

ct
. 

 

4.发布量 rs 1.000*** -0.020 0.073  1.000 0.784** 0.808** -0.003 

5.点读量 rd 0.784** 0.095 0.016  0.784** 1.000*** 0.986*** 0.145 

6.转发量 rl 0.808** 0.070 0.057  0.808** 0.986*** 1.000*** 0.136 

7.转每发 ls -0.003 0.922*** -0.001  -0.003 0.145 0.136 1.000 

          选择度 sl 
0.3730*** 0.1711*** 0.0551***  0.3730*** 0.3938*** 0.4029*** 0.1640*** 

本表主格所列为 “有向 r 方”（directional r squared,  ±r2=|r|*r）(参见公式 3 及相关说明). *: p<.01;  **: p<.0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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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回归线基本保持水平。 

关于媒体效果的讨论中有两个极端的解读。一种解读预设奴性、超被动的受众和超强的媒介（发布者）效果——

发布者的偏好通过内容的选择而塑造受者的偏好，再通过受者的传播行为而塑造其他受者的偏好，形成超强爆炸性螺

旋（accelerated and explosive spiral）。这种解读预测发布-点读（rs-ds）之间或发布-转发（rs-ld）之间的强正相关。本

项研究没有发现强正相关，因而不支持这种解读。 

第二种解读预设强对抗的受众和微弱的效果—在内容的选择上，受者群体对抗发布群体，为对抗而对抗；于是乎，

发者发得越多，读者读得越少，转者转得越少；反而言之，发者发得越少，读者读得越多，转者转得越多；从而造成

近于零的媒体效果。这种解读预测发布-点读（rs-ds）之间或发布-转发（rs-ld）之间的强负相关。本项研究没有发现强

负相关，因而不支持这种解读。 

2. 累积选择之间的相关。作为累积行为的发布(rs)、点读(rd)和转发(rl)三者之间强烈正相关（±r2=-.784~.986, 

p<.01 ,表 4），这与单项行为之间的微弱线性关系强烈对照。累积行为之间的强烈正相关从数学上看不应令人吃惊，但

从行为上解读仍有其重要意义：转发中有点读，点读中有发布；传播过程中的三大基本行为，就好比俄罗斯套娃

（nesting doll,  matryoshka），一娃套一娃，大中小娃形状相似，本是意料之中。 

从图 4 可以直观地观察这种连环套关系所造成的强烈正相关：随着发布量（rsp）下降，点读量（rdp）和转发量

（rlp）也一路下降，三条回归线几乎重合。 

图 4：城市名对发布、点读、转发的影响——累积选择分析 

小套娃必

然 小 于 大 套

娃，而螺旋的

后行为（如点

读）未必大于

或小于它的前

行 为 （ 如 发

布）。因此，

信息的螺旋可

能更像生物繁

殖：子女代遗

传了父母代的

特性，父母代

遗传了祖父母

代的特性，但代与代之间总会有区别。还有一个重要的类同：有性繁殖中，两个特定个体，即父及母的基因，可以完

全决定子女代的基因。类似地，在信息螺旋中，两个前行为可以完全决定后行为，例如发布量和读每发完全决定了点

读量，点读量和转每读完全决定了转发量。 

3．单项选择与累积选择之间的相关。相关度指标中， 理论意义最大的恐怕要数单项行为（发布量、读每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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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与累积行为（点读量、转发量、转每发）之间的相关，因为它们揭示部件与组合的关系，揭示哪个部件更多影

响组合，从而揭示部件背后的人的关系。 

本项研究考察三个“组合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发量 rl，它由点读量 rd和转每读（ld）两个部件构成（rl=rd*ld），

而其中点读量 rd本身也是一个组合， 由发布量 rs和读每发 ds构成（rd=rs*ds）。从选择螺旋的理论视角看，转发量这个

累积行为包含了发布（rs）、点读（ds）和转发（ld）这个三个单项行为，是第一轮信息螺旋的总结，同时又是下一轮

螺旋的起点；所以，转发量是螺旋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其构成值得特别关注 。转发量和点读量之外，第三个

组合行为是转每发 ls，它由两个单项选择点读（读每发 ds）和转发（转每读 ld）构成。 

发布量（rs）与点读量（rd）高度正相关（±r2 =.784, p<.01, 表 4），说明点读内容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布

者群体的偏好。与此同时，发布量（rs）与转发量（rl）高度正相关（±r2 =.808, p<.01, 表 4），说明发布者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转发内容的分布；发布者的影响经过点读（rd）的中介，未有明显削弱，或可能还有些微增强（ .784 增

至.808）。 

（四）图像分析（graphic analysis） 

合理设计制作的图像能“活化”和“直观化”复杂的数字和公式。图 5 展示作为单项行为的发布 rsp、点读 dsp、

转发 ldp的分布范围从宽阔收缩到中等，再收缩到狭窄，形象地印证了选择度 sl步步缩小的过程，印证了转发 ldp的分

布围绕于不选择线周围，印证了选择度越低影响力越低的规律。 

图 5：螺旋首轮的发布、点读、转发——单项选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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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展示，比较发布 rsp、点读 rdp 和转发 rlp，它们的选择比的分布范围基本持平，印证了这三个累积行为的选择

度 sl 有一定高度并相互大致相等。 

图 6 还展示，七个城市的点读量 rdp 和转发量 rlp 基本持平。说明转发群体的偏好对螺旋内容的分布影响微弱。这

个现象，与图 5 展示的转每发的狭窄分布，以及表 3 报告的转每发低选择度（sl=.0551）相互印证。 

图 6 还展示上海和香港有方向相反而规模类同的发-读变动，说明点读群体对螺旋内容的分布有一定影响。这个现

象，与图 5 展示的读每发的中等分布，以及表 3 报告的读每发中等选择度（sl=.1711）相互印证。 

既然各种迹象指证点读行为的中等影响，为什么读每发与点读量以及转发量的相关度微弱（±r2=.095, p≥.05, 

±r2=.070, p≥.05, 表 4）? 

 

图 6：螺旋首轮的发布、点读、转发——累积选择分析 

 

一个原因是按惯例用 p值小于.05 来判定相关。相同条件下 N 越小则 p值越大，而本项研究以城市为分析单位计算

相关，N=7。上述两个有向 r 方 p 值超.5, 部分因为极小 N 值，而不全因相关度低。 

但是，即便忽略 p 值，上述±r2的值还是显小；对比发布量对点读量和转发量的相关度（±r2=.784, p<.01, ±r2=.808, 

p<.01, 表 4），说点读（读每发）对发布量和转发量的相关微弱，并不未过。所以，除了统计显著的缺点，还另有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和 r及 r方一样，有向 r方只能分辨“线性相关”和“其他关系”，而不能分辨“其他

关系”中的“不相关”和“非线性相关”。本项研究中的读每转对点读量及转发量的影响，主要是非线性的。例如以

上分析的上海和香港，单点读（读每发）显然影响了点读量和转发量的分布（图 5、图 6），但这两个案例都发生在点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发布量release (rsp) 点读量 read (rdp) 转发量 relay (rlp)

选
择
百
分
比

Se
le

ct
io

n
 P

er
ce

n
ta

ge
 (

s p
) 

(0
=

0%
, 1

=
10

0%
)

北京 Beijing

上海

Shanghai

不选择

zero-

selection

重庆

Chongqing

香港 Hong 

Kong

天津

Tianjing

澳门 Macau

台北 Taipei



19 
 

读与转发的中段，而中段在线性计算中权重小，于是对相关系数的影响小。其二，和 r及 r方一样，有向 r方对两个变

量之间的联动敏感，而对两变量之间的距离变化不敏感。例如以上提到的有关香港、上海的发-读距离差较大，导致了

点读量和转发量分布的变化，但是，即便所有七个城市都有这种距离差，只要不显著影响各变量之间的联动，就不显

著影响 r、r2和±r2 。例如：变量甲（0.0, 1.0, 0.0）与变量乙 (0.1, 0.8, 0.1)之间±r2 =1.0,  变量甲与变量丙（0.3, 0.4, 0.3）

之间同样 ±r2=1.0，而甲乙距离（0.1+0.2+0.1=0.4）远小于甲丙距离（0.3+0.6+0.3=1.2）。 

为了更精确测量和比较发布、点读、转发行为对螺旋内容分布的影响，我们需要不限于线性预设又能测量距离变

化的部件-组合贡献率（ct） 分析, 如以下所报告的。 

（五）部件-组合分析（component-compound analysis and contribution, ct）   

 

如表 5 所示，若不做线性预设，则单发布、单点读、单转发对转发量分布的贡献（ct）分别为约 65.5%、27.7%和

6.8%。而单发布和单点读对点读量分布的贡献（ct）分别为约 70.5%和 29.5%。这说明，关于七城市的螺旋首轮的内容

分布是由发布者主导，点读者调节，而转发群体几乎放弃选择而参与。这些数值、这个观察和上述选择度分析、图像

分析相互印证，也印证了我们以上关于相关系数预设线性关系和忽略距离的观察。 

六、总结与讨论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手机产品的极大普及，给传播生态带来了大革命，给传播研究提供了大数据，也给传播理论

提出了大挑战。本项研究在选择螺旋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方法和指标。 

信息的发布者、接收者和转发者之间的关系，是传播学最根本的关怀。媒体与传者是强效还是弱效，社会议程是

由媒体和传者设定还是由受者和公众设定，曾使传播学者好奇、着迷，至今依然。本研究以京、沪、津、渝、港、北、

表 5   部件行为对组合行为的贡献率 

right: compound measures 

右：组合指标  

rs, relay 

转发量 

rd, read 

点读量 

ls, relay per release 

转每发 

right: compound acts 

右： 组合行为 

release, read & relay 

发、读、转 

release & read 

发与读 

read & relay 

读与转 

下：部件指标 

down: component 

measures  

下：部件行为 

down: component acts 

   

     
发布量 rs 单发布 release 0.65519   

读每发 ds 单点读 read 0.27728   

转每读 ld 单转发 relay 0.06754   

     
发布量 rs 单发布 release 0.72138   

转每发 ls 读与转 read & relay 0.27862   

     
点读量 rd 发与读  release & read 0.91750   

转每读 ld 单转发 relay 0.08250   

     
发布量 rs 单发布 release  0.70503  

读每发 ds 单点读 read  0.29497  

     
读每发 ds 单点读 read   0.78546 

转每读 ld 单转发 relay   0.2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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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七城名称作为选择因素，以今日头条 2015-2017 年间 27 个月的标题内容和发布、点读、转发行为作为数据，考察三

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一个案例，来展示新发明或新修订的统计指标的计算、解读和应用。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提出，在网络传播穿透和弥漫社会生活，发布、接收和转发的权利与能力极大普及的当代，

媒体-传者与受者-公众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发布者、接收者、转发者之间的关系。其次，本研究提出，传播是

发者、收者和转者这三大群体之间的协调（negotiation）；传播效果是三个群体协调的结果（negotiated result）。协调

的过程，是一个无始无终、不断演化、永无止境的螺旋过程。再次，本研究提出了选择因素的概念，强调在发布、点

读和转发的每一个阶段中的选择因素的关键作用，以明晰了原理论框架中模糊的部分，补充原理论框架中缺失的一块。

最后，在数据分析中，本文主张以选项为主要的分析单位，从而使经验研究能够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同一组数据中测

量、分析和比较发布者（传统理论中的传者、说者、机构、媒体、宣传者）、点读者（传统理论中的受者、读者、听

众、观众、受众）和转发者（传统理论中的意见领袖、把门人、把关人）的选择行为及其互动。 

正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和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本项研究得以发现和报告，在 2015 至 2017 年关于七城市的信息传播

的第一轮中，发布者群体主导了信息的分布，点读者群体调节了这个分布，而转发者群体几乎放弃了选择权，基本上

按点读群体调整的比例将信息转输到螺旋的下一轮，从而扮演了信息传递员的角色。 

基于这些发现，本研究主张，发者、收者和转者之间的协调主导信息螺旋，三大群体各自参与协调而共同造就某

一时间和空间点上的信息流通量和分布态，也就是“效果”，其中可分为发布效果，接收效果和转发效果。社会科学

核心概念之一的“效果”，一般不应被视为二元概念，不能自困于一分为二，只问有效还是无效，有限还是无限，或

是强效还是弱效。效果有度，研究者应当问效果多大，并致力于测量、比较和解释效果度。有或无、强或弱、有限或

超限，都是效度（效果度，而非误译为“效度”的 validity，后者应译为“正确度”）这一渐续标尺（continuous scale）

的简化。简化必须适度，过度简化可以造成严重的认知误差。而本研究所提出的指标，则着眼于对效果度的渐续测量。 

在选择螺旋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提出、调整和发展了一系列概念、变量和指标。 

首先，本文区分和解析了“发布-单点读-单转发”概念组和“发布-累积点读-累积转发”概念组，并说明了对应

的统计指标，以分别测量每个群体的单独影响和多个群体的组合影响。 

第二，本文提出，作为传播行为核心内容的“选择”，不应被视为二元概念，不能满足于确认选择之有无。选择

有度，传播研究应当测量选择度。为此，本项研究开发了渐续的选择度（selectivity）指标。选择度概念直观展示了发

布、接收、转发中的选择强度。由于选择度决定传播行为对内容分布的影响力，测量螺旋首轮发布、点读或转发的选

择度也就直接测量了发布群体、点读群体或转发群体对首轮结尾转发信息分布的影响力。 

第三，本文提出，在选择螺旋的过程中，转发量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概念。螺旋首轮的转发量“承上”，它是首轮

的终点，其中包含了该轮的发布量、单点读和单转发三个部件行为的效应；它又“启下”，是螺旋第二轮的“发布

量”，因而是第二轮以及其后各轮的起点。据此，我们把转发量当做本项研究的最主要“标准变量”（criteria 

variable），即因变量。 

第四，鉴于效果有度且有方向，本文结合 r 与 r2 而计算有向 r 方，±r2，用一个指标同时测量方向与程度，并用于

测量部件行为之间，组合行为之间，以及部件行为与组合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五，鉴于 r、r2 与±r2 只能测量线性效果，并且对距离差别不敏感，本研究设计了贡献率指标 ct 以测量部件行为

对组合行为的总影响，包括线性和非线性、距离与联动的影响，例如发布、单点读或单转发对转发量的一般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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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发现，有向 r 方显示了累积行为之间的显著强相关，而贡献率则显示了单项行为与累积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和距离类

的关系。贡献率为测量解释多变量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工具。 

在这些概念和指标的帮助下，本文发现，发布者设置议程的生态正让位于发布者、点读者和转发者协调议程的生

态；在这个生态下，对内容选择越强的群体，对内容分布的影响也越强。2015-2017 年间的 27 个月中，在以今日头条

为平台的关于京、津、沪、渝、港、北、澳的信息螺旋首轮中，发布的选择度最强（sl=.373），点读的选择度次之

（sl=.1711）, 转发的选择度最弱（sl=.0551）；于是，发布群体影响转发内容的分布最多（65.52%）, 点读群体次之

（27.73%）， 转发群体最弱（6.75%）。但是，这些工具的运用，不必限于关于这七个城市的研究，不必限于关于议

程的研究，甚至也不必限于理论的研究。例如，研究者可以转换选项，用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莫斯科 …等等替

换七城市；或转换选因，用国家名称、贴文的正负软硬、消费品品牌或危及事件等替换城市名，就可以在政治学、国

际关系、市场营销、公关或危机管理领域进行理论或实用的研究探讨。 

（责任编辑：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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